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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２０１７年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调查的９５０户进城农民工样本,采用

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进城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实证分析个体收入不平

等水平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并对不同群体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１)农民

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低剥夺区间,样本收入不平等平均水平为０．２７７,男、女性农民工

分别为０．３４８、０．２２７,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教育程度越高

的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普通工人比其他技术管理人员高;(２)个体收入不平等

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如降低基本生活水平、减少教育和医疗

开支等,反之则倾向于采取向正规机构借贷和正式社会支持等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３)女

性、健康状况较差、教育程度低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风

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更高.研究结论提供了农民工群体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

证据,可以为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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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２０１８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０．４６８,相比近年的数据略有回升.脱贫攻坚实施以

来,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农村处于较低收入水平的居民比例逐渐降低.在此过程中,城市

贫困问题,尤其是进城农民工贫困问题受关注相对较少.我国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截至２０１８年底,
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２．８８亿,占中国总人口近两成① .他们是城市中生计较脆弱的群体,容易受外界

变化冲击导致收入不足而陷入贫困.脱贫攻坚目标实现后,将使中国迈进后扶贫时代,关注进城农民

工贫困问题,将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的现实困境.
农民工贫困的发生往往是由社会风险冲击导致的.生计脆弱是农民工受到社会风险冲击的主要

原因[１].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认为,减轻威胁、灾害等各种风险的能力可视为个体的生计脆弱

性[２].这种能力表现为在外界变化冲击下采取的应对策略,而应对策略是个体从冲击恢复的决定因

素.关于生计脆弱性的研究,学者大多关注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或大型事件对农户的冲击,而对农

民工群体缺乏深入的研究[３].目前,国内学者讨论农民工群体的生计脆弱性问题往往从风险的角度

出发,从风险识别、脆弱性与风险的关系、生计风险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１,３Ｇ５].这些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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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经济因素、个人因素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生计风险的影响,但关于风险应对策略以及群体分

化对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鲜有提及.在研究方法上面,国内相关研究多为定性研究,针对风险应对策

略的实地调查研究比较匮乏.中国正处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了解农民工应对风险的

策略将有助于政府制定针对性更强的保障措施.鉴于此,本文采用课题组２０１７年在湖北和广东两省

调查的农民工家庭生计数据,实证研究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选择,并以收入不平等水平区分农民工脆

弱性,进一步研究收入不平等水平对风险应对策略决策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风险应对策略是家庭风险相关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涉及风险类型和风险处理.国内外学者针

对弱势群体面临的风险和风险应对研究,讨论比较多的是农户家庭、生态移民等脆弱性较严重的群

体.Dercon根据埃塞俄比亚的农户数据总结了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事件,包括自然风险、政策变动、
就业风险、土地问题、财产损失、战争或犯罪事件等[６].陈传波将农户面临的１２种大额开支及经济困

难归为四大类风险[７].还有学者将风险扩展至非收入风险的范围,涵盖职业风险、生活风险、教育与

发展风险等几种类型[８Ｇ９].从农户分化的角度来看,不同类型家庭面临的风险有所不同.进城农民工

面临的生计风险与传统农户具有“自然经济风险”差异,更多源自就业市场和社会保障,最终影响农

民工家庭的收入和生计状况[１,３Ｇ４].针对风险处理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将风险处理分为“事前”和“事
后”策略.Alderman等将风险处理区分为风险管理和风险应对策略,其中风险管理为“事前”策略,风
险应对策略为“事后”策略[１０].社会风险管理框架(SRM)将社会风险管理分为风险预防策略、风险缓

解策略和风险应对策略[１１].风险应对策略被定义为人们在遭受冲击后,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所采取

的具体手段和方法[７,１１Ｇ１２],有学者也将其称为消费平滑策略,包括外出打工、变卖资产、借钱和乞讨等

行为[１３].Dercon将预防性储蓄行为也视为一种风险应对策略[１６].目前,国外学术界对预防性储蓄

行为已形成较成熟的理论模型,且关于中国居民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在面临不确定风险的条件时具

有较强的预防性动机,会把“预防性储蓄”作为未来平滑消费的手段[１４Ｇ１５].关于风险应对策略的有效

性,Anderson等分析马拉维农户的饥饿问题时提出,短期应对策略对减缓风险冲击更为有效[１６].但

是,国内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相较风险管理的研究,针对风险应对策略的研究相对较

少;二是针对农民工群体风险应对策略的讨论较少.
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学者对经济因素与风险应对策略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首先,经济学

学者认为,农户群体是遵循理性人的假设,当农户遭受外界冲击时会对风险应对策略进行理性选

择[１７].世界银行出版的«２０１４年世界发展报告:风险和机会»指出,风险应对策略具有高成本和低成

本两种机制,高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包括减少粮食消费或消费质量较差的粮食、出售生产性资产等,
低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则是动用储蓄、借贷等方式.其次,风险应对策略选择与生计资本存在联系,
生计资本匮乏对风险应对策略选择产生影响.国外学者根据多个国家的农户数据发现,贫困家庭往

往先采取高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１１].Castilhos等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低阶层家庭的风险应对策略

往往是在他们社会化初期习得的[１８].类似研究也发现风险处理策略在不同农民群体中存在差异性,
经济因素至关重要[９,１９Ｇ２１].那么,农民工群体的风险应对策略是否与经济因素相关,他们的抉择是否

与传统农户的抉择具有相似之处,以及农民工内部分化是否对风险应对策略有所影响? 以上问题都

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中去验证.

　　二、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设定

　　１．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８－１０月课题组对进城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此次调查内容主要涉

及进城农民工家庭２０１６年的生计状况、面临的风险及风险应对情况.根据课题组的研究设计,分别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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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陆和沿海各选取一个省份作为调查地点,调查城市包括湖北的武汉和襄阳、广东的珠海和佛山.
调查小组调研员均为所在调查地区的高校研究生,具有良好的本地语言沟通和理解能力.本次调查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共计获取进城农民工有效样本９５０份,其中珠海２６１份、顺德１４４份、武汉２０３
份、襄阳３４２份.样本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在上游、中游和下游水平均有分布,城市人

口规模差距也比较明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２．变量设定

表１　风险应对策略的分类

策略分类 具体行为

①消费缓冲
a．减少日常消费;b．不舍得看病;
c．让子女退学

②收入缓冲
a．延长劳动时间;b．增加劳动强度;
c．预支工资收入

③资产缓冲
a．出售、抵押资产;b．动用预防性

储蓄

④正规信贷 a．向银行机构贷款

⑤正式社会支持 a．依靠政府救助;b．保险索赔

⑥非正式社会支持 a．向亲朋好友借钱;b．找高利贷

　注:根据邰秀军等研究整理而得[２２].

(１)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进城农民工风险应

对策略.借鉴邰秀军等采用扎根理论对农户应对风险

策略的编码方式,将问卷中提及的风险应对策略分为六

种类型,即消费缓冲、收入缓冲、资产缓冲、正规信贷、正
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２２],详见表１.上述六种

类型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不存在互斥性和排序问题,即
选项为多选.每一种风险应对策略都是独立的二元离

散变量.为了讨论不同收入不平等水平是否影响农民

工采取不同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这里参考世界银行

«２０１４年世界发展报告:风险与机会»对风险应对策略

的分类,将消费缓冲、收入缓冲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归类为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１１],其余为低成本风险

应对策略.上述所有被解释变量均为二元离散变量,采用该策略则赋值１,否则赋值０.
(２)解释变量.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为收入不平等水平,该变量代表农民工的经济实力.已有研

究未直接讨论收入不平等与风险应对策略的关系,但在消费、信贷、资产处置等行为的研究中发现了

探讨收入不平等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先例.在消费行为方面,学者曾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测算收

入不平等水平,并发现收入不平等水平对个体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均有影响[２３Ｇ２４].收入不平等水平测

算分为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群体层面的测算一般采用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分解适用于地区或收入

来源等群体分类的分解,但它无法分解至个体层面[２５].为解决该难点,个体层面收入不平等水平的

测算可采用相对剥夺指数.常用的相对剥夺指数包括 Yitzhaki指数、Kakwani指数和 Podder指

数[２５].Kakwani指数是在 Yitzhaki指数的基础上得到的,满足无量纲性和正规化特性[２０],因此本研

究选用 Kakwani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RD(x,xk)＝
１
n ∑

n

i＝k＋１
(xi－xk)＝γ＋

xk (μ＋
xk －xk)[ ] (１)

(３)控制变量.为了减少变量的遗漏对结果造成的偏差,除解释变量外,再加入两类控制

变量,即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相关变量.其中,个体层面变量包括性别、教育程度、健康状

况、工种、是否新生代;家庭层面变量包括与未成年同住、与老人同住、随迁比例、安家意愿、
购房安家.

３．变量描述统计

上述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２.从表中所列特征来看,消费缓冲是农民工面对风险

的首要选择,占受访样本的６２．４％,资产缓冲、收入缓冲、非正式社会支持、正式社会支持和正规信贷

依次降低,分别占样本的３８．２％、２６．５％、２２．６％、８．２％和４．３％;面对风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行为的

农民工比例较高,占比７０．６％;样本农民工总样本相对剥夺指数为０．２７７,表示农民工群体内收入不平

等水平较小;个体特征方面,样本农民工中,男性比例较高,占５８．８％,平均年龄为４３．３７岁,平均教育

年限为７．７２８年,绝大部分是普通工人或传统技术工人,自评健康状况比较良好;家庭特征方面,与老

人同住比例为１５．１％,与未成年同住比例为３８．８％,平均随迁比例约为６８．６％,具有长期安家意愿的

为３８．１％,已在务工地购房安家比例为１９．３％.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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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定义和描述统计

类别 变量 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消费缓冲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１;不采用＝０ ０．６２４ ０．４８５
收入缓冲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１;不采用＝０ ０．２６５ ０．４４２
资产缓冲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１;不采用＝０ ０．３８２ ０．４８６
正规信贷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１;不采用＝０ ０．０４３ ０．２０３
正式社会支持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１;不采用＝０ ０．０８２ ０．２７５
非正式社会支持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１;不采用＝０ ０．２２６ ０．４１９
高成本风险应对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１;不采用＝０ ０．７０６ ０．４５６

解释变量 收入不平等水平 Kakwani指数测算得出个体相对剥夺指数 ０．２７７ ０．１７３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１;女性＝０ ０．５８８ ０．４９２
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 ７．７２８ ３．３７０
健康状况 １~５表示健康程度逐渐变好 ４．１４３ ０．８０３
工种 普通工＝１;传统工＝２;现代技术＝３;管理＝４ １．６６１ １．０７７
是否新生代 新生代农民工＝１;老一代农民工＝０ ０．２７４ ０．４４６
与老人同住 与老人同住＝１;不与老人同住＝０ ０．１５１ ０．３５８
与未成年同住 与未成年同住＝１;不与未成年同住＝０ ０．３８８ ０．４７３
随迁比例 共同在务工地生活的家庭成员比例(％) ０．６８６ ０．３６０
购房安家 已购房＝１;未购房＝０ ０．１９３ ０．３９５
安家意愿 有安家意愿＝１;无安家意愿＝０ ０．３８１ ０．４８６

　注:“老人”指年龄在６５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成年指与核心家庭成员有直系血缘关系的未满１６周岁的孩子.

　　４．模型设定

由变量设置可知,本文所有被解释变量均为二元离散变量,即“是否采取某种类型风险应对策

略”,“是”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将风险应对策略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已有研究中,采用二元

Logit模型进行估计[２６].鉴于此,本文将采用二元Logit模型作为主模型,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ln
Pi

１－Pi
＝β０＋β１indexi＋β２individual＋β３family＋εi (２)

式(２)中,Pi为第i种风险应对策略被选的概率,Pi/(１－Pi)表示第i种风险应对策略被选与不

被选的概率比,β０是常数项,β１、β２和β３分别表示个体相对剥夺指数、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第i种风

险应对策略被选的影响方向和程度,εi为模型的误差项.

　　三、收入不平等水平与风险应对策略的基本特征

　　１．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分组特征

表３　样本农民工个体相对剥夺指数

分类 类别 样本量
相对剥夺指数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 ５５９ ０．２２７ ０．１６５
女 ３９１ ０．３４８ ０．１６０

年龄
老一代 ６９０ ０．３０５ ０．１８１
新生代 ２６０ ０．２０１ ０．１２３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３８ ０．３２２ ０．１８０
初中 ４２７ ０．２６３ ０．１６０
高中 １４７ ０．２４３ ０．１７４

大学及以上 ３８ ０．１５５ ０．１３３

工种

普通工人 ６３３ ０．３２３ ０．１７４
传统技术工人 １３９ ０．１７１ ０．１１４

现代专业技术人员 ４５ ０．１８５ ０．１１５
管理人员 １３３ ０．１９８ ０．１５１
总样本 ９５０ ０．２７７ ０．１７３

通过 Kakwani指数的计算,得出每个样本的个体

相对剥夺指数,指数值越高收入不平等水平越高.表３
揭示了不同农民工分组下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差异.
从性别分组来看,女性比男性的收入不平等水平略高,
两者平均值分别为０．３４８和０．２２７;从年龄分组来看,老

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①的收入不平等水平高,两
者平均值分别为０．３０５和０．２０１;从教育程度来看,教育

程度越低的农民工个体相对剥夺指数越高,意味着他们

在群体内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其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

度的农民工个体相对剥夺指数为０．３２２,显著高于整体

平均值;从工种分组来看,普通工人的收入不平等水平

最高,为０．３２３,其余三类进城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

比较相近,按指数值高低依次为管理人员、现代专业技

０７

①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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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和传统技术人员.

２．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选择

课题组收集样本农民工面对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失业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等五种风险的

应对策略.自然风险是指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减产或农业物资损毁等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农产品市场

行情变差、农产品价格下跌、生产或生活成本上涨等风险.失业风险是指就业机会少、未签订劳动合

同或协议、技能达不到工作要求等风险.社会风险是指欠债不还、财产被盗、就业单位违约、被克扣报

酬等风险.经济风险是指大额的人情往来、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上述风险预期带来的损失程度

不同,但似乎无法直接影响农民工采取风险应对策略的优先次序.表４为样本农民工面对上述五种

风险采取的风险应对策略选择分布情况.从自然风险采取的应对策略来看,消费缓冲是首选策略,然
后依次为资产缓冲、收入缓冲、正式社会支持等.从市场风险采取的应对策略来看,消费缓冲、资产缓

冲和收入缓冲仍为前三位,非正式社会支持比正式社会支持的选择频次更高.在失业风险、社会风险

和经济风险的应对策略选择中也有类似的规律.
表４　样本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选择

风险应对策略
不同风险的策略选择频次

自然风险 市场风险 失业风险 社会风险 经济风险

消费缓冲 １２０ ３１６ １６７ １２２ ４３６
收入缓冲 ３２ ８４ ７２ ４２ １２１
资产缓冲 ４７ ９３ ６０ ５６ ２６９
正规信贷 ２ ８ ３ ２ ３１
正式社会支持 １６ ２ ７ ２１ ４４
非正式社会支持 １４ ４５ １５ ２２ １７３

　注:根据课题组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实证结果

表５　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实证结果

N＝９５０

指标 OLS Logit Probit
收入不平等水平 ０．１７１∗ ０．９３９∗ ０．５６８∗

性别 －０．０８２∗ －０．４１９∗∗ －０．２５１∗∗

教育程度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健康状况 －０．０５３∗∗∗ －０．２９４∗∗∗ －０．１７８∗∗∗

工种 ０．０４９∗∗∗ ０．２６５∗∗∗ ０．１５８∗∗∗

是否新生代 －０．０９３∗∗ －０．４４１∗∗ －０．２６２∗∗

与老人同住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５１
与未成年同住 ０．０８９∗∗∗ ０．４５４∗∗∗ ０．２７０∗∗∗

随迁比例 －０．０９１∗ －０．４５２∗ －０．２７２∗

安家意愿 －０．０３６ －０．１８４ －０．１１２
常数项 ０．９３２∗∗∗ ２．１２２∗∗∗ １．２９１∗∗∗

R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AIC １１７４．６１８ １１２２．４９３ １１２２．１９９
BIC １２２８．０３９ １１７５．９１４ １１７５．６２１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下同.

表５显示了被解释变量为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

回归结果.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这里除了采用

Logit模型进行估计,同时还报告 OLS和 Probit模型

的回归系数,以便检验回归系数方向是否具有一致性.
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模型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方向一

致,且模型在整体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从解释变量的结果来看,以 Kakwani指数测算的

收入不平等水平对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选择存在显著

正向影响,且均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收入不平

等水平越高,农民工选择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概率越

高.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收入水平相对较

差,他们缺乏丰富的物质资源或人脉资源来抵御风险.
当风险来临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减少必要的日常开支,
甚至包括医疗上的支出.这印证了Loayza等发现贫困

家庭会采取降低基本生活质量的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

的结论[１１].还有研究发现,收入拮据的家庭会减少健康保健的开支,这也间接印证这个结论[２７].
在个体特征方面,实证结果表明性别、健康状况、工种和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均显著影响个体高

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其中,男性、健康状况较好和老一代农民工对选择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具

有负向影响,该结论符合常理.一般而言,上述三种特征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资源分配上占有优

势,他们更容易在城市中获取更好的收入,掌握更多的物质资源和人脉资源.当风险发生的时候,他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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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有可能选择借贷、动用预防性储蓄或资产来应对困难.但农民工的工种类型却对选择高成本风

险应对策略具有正向影响,这可能与样本中普通工人和传统技术人员的占比过多有关,该效应有待进

一步考证.在家庭特征方面,与未成年同住对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１％
水平上显著.农民工随迁成员中有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农民工生活压力较大,物质资源需要分配一部

分来支持未成年人在城市的学习和生活,因此他们的生计相对比较脆弱.当发生风险时,他们会因为

资源剥夺较高,而选择高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但农民工家庭的成年核心成员随迁比例越高,越会减

少这种应对策略的被选概率.

２．不同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实证分析

将被解释变量设置为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是为了便于分析并印证相关研究结论,为更具体地讨

论,把被解释变量设置为六种风险应对策略并分别采用二元 Log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６
所示.

表６　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实证结果 N＝９５０

指标 消费缓冲 收入缓冲 资产缓冲 正规信贷 正式社会支持 非正式社会支持

收入不平等水平 １．１３３∗∗ ０．６７４ －０．２２８ ０．６９８ －０．１３９ １．０６３∗∗

性别 ０．４３９∗∗∗ －０．１６８ ０．４３６∗∗∗ ０．５８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２５
教育程度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１
健康状况 －０．１９５∗∗ ０．３０９∗∗∗ －０．１９５∗∗ ０．４１８ －０．４２３∗∗∗ －０．３６０∗∗∗

工种 ０．２７６∗∗∗ ０．１３４∗ ０．１５１∗∗ ０．１８６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０
是否新生代 －０．３４４∗∗ －０．３０８ －０．３５８∗∗ －０．４１８ －０．５２９ －０．３２７
与老人同住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８ －０．２７１ －０．０１２ －０．３７９ ０．１２７
与未成年同住 ０．３８８∗∗ ０．５１４∗∗∗ ０．１７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９ ０．２７９
共居比例 －０．３８７∗ ０．５６１∗∗ －０．２５２ －０．１３２ －０．０５９ －０．８８９∗∗∗

购房安家 －０．０１８ ０．３３３∗ ０．０５６ －０．１１５ －０．０２９ ０．４３９∗∗

安家意愿 －０．３７４ －０．４４５∗ ０．１１８ １．０２７∗∗ －０．０６０ －０．２４３
常数项 １．０６７∗∗ －０．２４３ ０．７６７∗ ５．６３１∗∗∗ －０．３２３ ０．０９２
R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
AIC １２３５．４０８ １０６４．９２０ １２５３．４２２ ３４６．７４９ ５４４．１２０ １００１．７６３
BIC １２９３．６８６ １１２３．１９８ １３１１．７００ ４０５．０２７ ６０２．３９８ １０６０．０４０

　　(１)收入不平等对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从六组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以个体相对剥夺指数代

表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对消费缓冲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具有显著正影响.这与上文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

选择的结论基本一致.这说明,相对贫困的农民工,遭遇风险的时候倾向于节衣缩食、减少医疗和教

育开支,并且只能向亲朋好友或高利贷借款来缓解风险冲击带来的经济压力.
(２)控制变量对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从性别来看,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选择消费缓冲和资产

缓冲这两种风险应对策略,其中消费缓冲的被选概率较高.从教育程度来看,教育程度越低的农民工

倾向于采取增加劳动时间和强度这种容易损害健康的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相

对于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获取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不同,工资待遇水平较高,他们掌握的物质资源和人

脉资源较多,选择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较小.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不仅会

通过消费缓冲、收入缓冲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等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来缓解冲击,还会向政府社会保障

机构寻求救助或申请保险赔付,这说明进城农民工对基本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制度有所了解.从工

种来看,农民工从事岗位技术型或管理型的岗位,面对风险时会倾向选择消费缓冲、收入缓冲和资产

缓冲三种应对策略.从年龄来看,老一代农民工选择消费缓冲和资产缓冲的概率更高.从随迁情况

来看,与未成年同住的农民工更会选择消费缓冲和收入缓冲,如果成年人随迁比例越低则会加剧其选

择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从购房安家来看,已在城市购房安家的农民工除了选择向亲朋好友

借款外,还会选择增加劳动时间和强度来缓解压力.从安家意愿来看,有明确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农民

工更倾向于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例如向正规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反之则会倾向于增加劳动时间和

强度来解决困境.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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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采取变量替换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这里将解释变量由个体

相对剥夺指数变为家庭人均收入,并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估计.表７是采取新变量后的稳健性

检验结果.模型(１)~(７)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为消费缓冲、收入缓冲、资产缓冲、正规信贷、正式社会

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和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回归结果.每个模型均与上述模型一样控制了农民

工样本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民工越不会采取高成本的风险应

对策略,尤其是降低基本生活水平的消费缓冲方式.该结论与采用个体相对剥夺指数为解释变量的

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上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 N＝９５０

指标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收入 －０．７４３∗∗ －０．１４６ －０．１１９ －０．６８１ －０．２８４ －０．２９９ －０．５８９∗

个体特征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２ １２３５．６７７ １０６６．５４２ １２５３．５１９ ３４６．１８３ １００５．３２８ ５４３．９１８ １１２４．３８０

AIC １２９３．９５４ １１２４．８２０ １３１１．７９７ ４０４．４６０ １０６３．６０６ ６０２．１９６ １１８２．６５８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课题组２０１７年对湖北和广东两省４个城市９５０户进城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二

元Logit模型,并辅以 OLS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对消费缓冲、
收入缓冲、资产缓冲、正式信贷、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等六种类型风险应对策略和高风险

应对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采用消费缓冲、资产缓冲和

收入缓冲等高成本应对策略.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群体主要是女性、教育程度较低、老一代和职业

技能水平低的农民工,他们也是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较

为丰富与可及的情况下,会改变风险应对策略,转而寻求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例如女性农民工在资

产状况较好的情况下会采取出售抵押资产或动用预防性储蓄的方式缓解风险冲击,健康状况较差的

农民工还倾向于求助政府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等.未成年人子女随迁会抵消成年人随迁所带来的风

险抵御能力,也就是会加大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被选的概率,并且市民化程度越高的进城农民工越倾

向于采取正式信贷的风险应对策略,例如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和保险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２０１９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再次强调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这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保障措施之一.本文对进城农民工的风险应对策略进行研究,也发现进城农

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改进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一方面,风险应对策略的抉择反映进城农民工的风险应对策略与小农具有相似的逻辑,与城镇居

民存在差异,值得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加以重视.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进城农民工更倾

向于采取高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意味着改变进城农民工生计脆弱性,才能减少风险应对的成本.鉴

于此,对继续强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加强进城农

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普及问题.由于进城农民工生计脆弱性较强,本身抵御风险的举措较少,只有通

过更加完善健全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才能解决其资源匮乏的问题.第

二,对相对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咨询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进城农民工中特殊群体的人力资

本.一方面,针对年龄较小的进城农民工提供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的机会,从本质上实现人力资本的

提升;另一方面,向年龄较大和身体素质较差的进城农民工提供职业发展咨询和技能改造项目,增强

进城农民工失业后的应对能力.第三,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开发多种针对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金

融产品,从信贷和保险两方面提高进城农民工物质资源的可及性.一方面,提供针对进城农民工更优

惠的金融信贷产品,帮助进城农民工解决在城市进行创业或安家落户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提供能

够弥补基本社会保障不足的金融保险产品,减少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中出现的经济风险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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